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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刘天华、杨荫浏、曹安和等学者首次对冀中管
乐进行挖掘、整理、研究以来，20世纪 80年代由薛艺兵、

吴奔、乔建中、张振涛、林敬和、张伯瑜、项阳等学者再次掀起
的冀中音乐会研究热潮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

区域性音乐现象的研究队伍中。由齐易所带领的京津冀联合
学者团从 2015年开始陆续对河北雄县、安新县、荣新县等县
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普查工作，考察区域涵盖以

往学界关注区域。此次调查工作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一次
再调查。通过调查，我们对个别村落音乐会生存的自然环境、
社会功能、文化内涵、生存状态以及音乐本体等方面有了更
直观的了解，一些情况与十几年前有着明显变化，而一些情

况还依然延续着过去的传统。正如梅里亚姆所言：“变化是人
类经验里的一个恒定的因素”，对同一个乐社再访的目的，除
了希望能够在原有调查基础上发现一些新材料，更为重要的

意义恐怕在于通过这些变化和固守的音乐现象深入探讨这

个地区音乐会社所发生的变迁现象。
和大多数冀中音乐会社不同，此次调查的雄县开口村音

乐会可以说是华北平原上极为典型的宗族结社性质的音乐

会社。该音乐会社的历史与区域家族历史关系密切。本文通
过对开口村音乐会社特殊结社方式的观察与思考，期望能够

进一步对社会结构与音乐组织以及音乐组织与宗教祭祀的

关系有进一步认识和探讨。

一、宗族结社：开口村的董氏家族与音乐会社

开口村音乐会位于河北保定市雄县开口村。这个村落地
处京、津、保腹地，霸州、文安、雄县交界处，元末名曰庆丰社孝
义乡，隶属雄县管辖。据《雄县乡土志·地理第十》：
开口村，一名丰乐村。居民多姓董，自元明迄国初，多显

贵。有董宪周者，精柔术，至今村人多善拳勇。村中有旗民三
十余户。①

开口村是以董氏家族为基本成员的村落，但在满清时代，

村里进驻了三十余户旗民，使得这一单姓聚居的村落变成杂

姓村落。董氏家族至今仍是开口村最大家族，这个汉人家族
之所以能在满清政权强权统治的华北地区绵延数百年而不

绝，与其家族先祖助元灭宋的历史密切相关。据《开口董氏史
略与重修家庙记事》记载，开口村自明代起有董氏家族在此世
居，其桑梓之地为真定府藁城县。董氏一族在元明两朝居功
显赫，先祖董俊一门在元代武功文治，曾任龙虎卫上将军左副

元帅之职。董俊生九子：文炳、文蔚、文用、文直、文毅、文振、文
进、文忠、文仪。后代贤能辈出，四代中共赠封、追封公爵一十
三人，侯爵三人，伯爵一人，四十三大夫，二十二将军，其中九

人佩带金虎符。据董孝忠先生所撰《董仲舒五十七世孙董俊
后裔昭穆派衍考》，1250年，唆鲁禾帖尼命择真定藁城托雷系
封地中子弟入侍。董俊子文用受征，侍忽必烈于潜藩。至此，
在元代，董俊一族为世袭怯薛。②

元代怯薛职掌世袭兼具大汗宿卫、行政管理、官员储备乃
至皇帝的饮食服饰车马医药巫人奏乐等生活所需的各项事

务。③依元法，凡怯薛长之子孙，或由天子所亲信，或由宰相所
荐举，或以其次序所当为即袭其职以掌环卫。虽其官卑勿论
也，及年劳既久则遂擢一品官。董俊一族为世袭怯薛，尤以文
用文忠及其子为最著，受到忽必烈的极大信任。从家谱中可
看出，这种世袭的组织已延续到董氏家族尉字辈以下，随元朝

的灭亡方终止。据董氏家谱所记载，在内宫服务的董俊后裔
所担当的职务有：太常礼仪院太祝、宣徽院以下、判官、尚官奉
御、内供奉御、法物库使等。开口董氏宗族是明朝初叶始迁(开
口村)祖良辅公之子得舜公和舜卿公及其后裔子孙组成。董良
辅为董俊六世孙：董俊———董文用———董士贞———董守
纬———董玉(敬)———董良辅。明朝初期，董良甫随燕王朱棣出
征有功，其家族后代因也因此始授保定后卫镇抚使世袭敕封，

并授命在雄邑孝义乡(今开口村)世代定居。从第三代董忠(良
辅孙)始，因招到有功，授保定后卫镇抚使。此后世袭九代，至
十一代孙董冀北。其中第六代徕孙三人功名显赫，长徕孙董

华北平原上的宗族结社
———雄县开口村音乐会社考察报告

■陈 瑜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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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任明威将军，次徕孙董衡宣武将军，三徕孙董埙保定后卫

镇抚使。至第八代仍孙三人，其中董仲道明威将军，董万民镇
抚使，第九代云孙董光先，第十代董芬，十一代董冀北，再到

十五代董宪周。④至今董氏家族已传承至第二十八代。
目前矗立在开口村中的董氏家庙是董氏家族显赫历史

的历史见证。据《开口董氏史略与重修家庙记事》记载，开口
村的董氏家庙为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474年)敕封修建并首次
序谱，彼时庙门楹联写有“派衍藁城六百载，支分雄邑四千
家”。正殿门楣悬挂清代翰林院大学士董其英书写的匾额“董
氏家庙”，字迹遒劲凝重，庙内悬挂十六盏彩灯，庙外廊下挂
八盏砂灯。院中金质万人球、石碑等均为朝中各府院贺送。庙
内供奉着皇帝封官圣旨、元帅将印、历代谱牒。历经明清几次
改建，董氏家庙形成“明视三间、暗窥九室”的辉煌建筑格局，
彰显了董氏一族不同于普通平民的显赫政治地位。该村音乐
会社的会头与“药王会”香头以及会社成员多由董姓族人担
任。宗族结社的组织方式决定了每逢宗族仪式，音乐会都必
须例行演奏的惯例。董氏家庙绵延五百余年，这样的传统直
至“文革”家庙被毁而停止。1994年，该村组建“修复家庙筹委
会”，至 1996年，董氏族人重新修缮家庙，重建后的家庙内供
奉历代祖先神主牌，每年清明族人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祖礼

仪，音乐会也随之恢复活动。

二、社会变迁中的音乐会社：
开口村音乐会的历史与现状

开口村音乐会的历史与现状反映出冀中一带音乐会的普

遍发展脉络，从冀中一带风云际会的 20世纪民间乐社的分
化、解体、重组，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中国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
所导致的明清以来传统音乐的巨变。开口村音乐会始于明
代，到目前为止能够确定传承谱系的至少有七代。据开口村
音乐会年龄最大的乐师石炳文(1936—)介绍，开口村音乐会
是明代由一位外来的道士教习传授。据传这位道士云游至本
村，为祭祀药王孙思邈留驻在这里。开口村的董氏族人董介
曾师从这位道士，成立了音乐会社。清雍正年间，乐社的第二
代传人董玉山因进京演奏并受封赏，开口村音乐会因此盛名

远播。清光绪年间，乐社的第三代传人尹殿敖技术高超，带领
会社成员钻研古乐，在当地颇有名气。20世纪初，第四代传人
有李宝华、董祥池、董春如、董秀同等。李宝华、董祥池、董春
如擅司笙管笛锣，这几位乐人培养了大批乐社成员，音乐会

社在这一时期力量蓬勃。20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五代传人有
石炳文(1936—)等人。石炳文于 1948年加入音乐会，师从管
师董春如学习小笛、铙、钹、镲、云锣等打击乐，是至目前为止
该乐社仍健在的年岁最高的乐人，平时在乐队中主司云锣。
第六代传人石怀普(1946—)、董贵祥(1946—)等于 20世纪 60

年代加入音乐会，先后师从董祥池、李宝华学习笙管，擅司
笙。第七代传人以李长林(1958—)、董万新(1960—)为代表，20
世纪 70年代因音乐特长二人被招入参加村里农民公社组织
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1993年音乐会恢复活动后重新加
入音乐会社，师从李宝华司笙管至今。
明清两代应是开口村音乐会活动的繁盛时期。开口村音
乐会因为有如董玉山、尹殿敖这样的杰出精英涌现(可能还有
其他客观因素)，使得该乐社的规模和演奏水平达到鼎盛，在
得到官方认可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反促乐社自身发展。20
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应该是开口村音乐会的第二个繁盛时

期，乐社出现了如李宝华、董祥池、董春如等又一批杰出精
英。据乐社成员介绍，村里几乎一有事都会请音乐会出会。为
鼓励村民参加音乐会，村大队甚至对参加音乐会的会社成员

以计算工分的方式给予适当补偿。从秋后一直到正月十六，
学员们每天下午或晚上都要到师傅那学习念唱工尺，当时学

员多达三十余人。1958年以前，开口村只有一个音乐会。1958
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开口村被分为开一村、开二村、开三村、
开四村四个村。1959—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音乐会随
之沉寂。待经济稍微好转时，当时村里有一位叫董秀同的乡
贤(与第四代传人李宝华同辈)热心音乐会，开口村音乐会便
常在他家活动。当时开一大队和开三大队还各有一个吵子
会，每年村里有活动都会一起出会，一同活动的还有花子会

(高跷会)。“文革”期间破四旧，村里的庙被砸毁不少，音乐会
也随之解散。乐社成员董秀同主动将音乐会的乐器献给学
校，后乐社的两本老谱本也丢失。1986年音乐会逐渐恢复，开
三村成立了同乐会，1993年开二村也成立了音乐会。由于两
边成员都很少，1996年两个会社合并为一社，共同参加了董
氏大庙修缮落成典礼，一起参与庆典仪式的还有该村的吵子

会、秧歌会、舞狮队等社团。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申报时，在开口村乡贤董和平的热心帮助下，开口

村音乐会联系县文化局主动申报。2008年 7月，开口村音乐
会与赵岗音乐会、亚古城音乐会、杜家庄音乐会一起入选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三、会社功能：宗族认同与宗教祭祀

1.穆宗敬祖，增强宗族认同
张振涛曾指出冀中地区“现代仍称‘会社’的音乐组织，

保持着为宗族和宗教仪式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结社性
质。”与费孝通所说的“消暇经济”不同，他们“依附在宗族、宗
教名义下，以音乐艺术为手段，服务于社区仪式的民间组织，

它由生活在同一社区环境中、因而有着共同身份和对社区有
着共同义务、特别是共同爱好的成员组成。崇儒化俗，遵祖穆
宗，弘佛扬道，禳灾祈福，是音乐会的结社目的”。⑤从明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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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开口村即是以董氏家族为基本成员的村落，开口村音乐会

的成员一直保持以董氏族人为主。如第七代传人李长林和现
任会长董万新是表兄弟，董万新的伯父和父亲原也都是音乐

会的成员，李长林是第五代传人李宝华的儿子；第六代传人

石怀普的叔父是第五代传人石炳文，同在会里的石九存又是

石怀普的堂弟。⑥由董氏族人为基本成员的开口村音乐会社，
其首要功能是参加每年清明的祭祖仪式。董氏一族清明祭
祖，庙前鼓吹唱戏的传统，直至文革前绵延未断。由董氏族人
为基本成员的乐社，在恢复乐社活动的动力和活动目的与穆

宗敬祖的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以宗族为组织基础的音
乐会社典型代表，其奏乐行为无疑对凝聚宗族血缘关系、增
强宗族认同有着重要意义。
稳定的血缘关系以及强烈的宗族观念，是这个音乐会在

历经数次社会运动后仍然能够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从中我

们可以看到浓厚血缘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为传统音乐存续所

提供的稳固的社会保障。当建立在血缘宗法基础上的社会组
织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未曾变化之际，以血缘纽带把成

员凝结一体的技艺传承尚不会出现危机。充分利用家族关系
这一有利因素，将对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⑦

2.宗教祭祀，祀神娱人
与大多数冀中音乐会相同，宗教祭祀是音乐会的另一个

重要功能。从乐社第一代传人师从为祭祀药王孙思邈而驻留
此地道士的传说看来，音乐会早期为宗教祭祀服务的传统也

很久远。从《雄县新志》中所记载的包括药王庙庙会在内的雄
县各村庙会分布和年度活动时间让人推想到历史上当地宗

教信仰祭祀活动的繁盛景象。
表 1 雄县地区庙会一览表

至今开口村音乐会仍保留有祭祀药王和散灯花等民俗

传统。据乐师石炳文介绍，开口村音乐会在鄚州庙颇有名气，
过去开口村音乐会每年农历四月十八都到任丘的鄚州庙进
香祭拜药王孙思邈，在参加庙会的六道会中，开口村音乐会

是每年固定被邀请的一道会。乐社曾保留有一首代表曲目
《上江滩》曲牌，每逢到鄚州庙祭拜，各地的音乐会只要一听

到这首曲牌就知道是开口村音乐会来了。后来音乐会将孙思
邈神像请会回本村，平时寄存在会长李长林家。每逢四月十
八，音乐会要把神像请出悬挂在院外面朝南，供信众烧香跪

拜，请夜时吹奏《号佛曲》，吃完会后再讲神像送回。
此外，每逢农历正月十四至十六，音乐会与同村的吵子会

共同参加村里的“放灯花”民俗活动。通常连续举办三天，农
历十四放“人灯”，祈求平安吉祥；第二天放“神灯”敬神灵；第
三天放“鬼灯”以慰鬼神先人。仪式内容大致相同，寓意有所
区别。⑧

四、开口村音乐会的音乐传统

开口村音乐会是以笙管笛为主体的乐队组合形式，与明清

时期的乐队组合形式基本相同。对冀中音乐会社及内部流传
的鼓吹乐音乐类型一直以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这种自汉代
以来出现的音乐类型充分地反映出中原与西域音乐文化的

复合性特征。虽然对于单个乐社的调查可能并不足以充分说
明这个问题，但仍希望通过以单个乐社调查为基础的对某个

区域内同一类型的音乐会社的普察，对流传在冀中地区鼓吹

乐的曲式结构、曲牌、宫调、乐器等音乐形态方面进行探讨，
相信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鼓吹乐这一古老音乐类

型的规律和特点，同时也能为历史上中国与西域文明交流史

研究提供一些真实可靠的例证。
(一)乐器与乐队编制
1.乐器
音乐会所用乐器有笙、管、笛、鼓、铙、钹、小镲、云锣、铛子

等。按照功能属性可分为“文场”与“武场”两类。文场即旋律
乐器，主要包括笙、管、笛、云锣，其中管子为主奏乐器，开口
村音乐会所使用的管子均为小管。武场即打击乐器，包括鼓、
铛子、铙、钹、镲等。每件乐器在使用数量上虽然没有特别的
限制，但通常多为双管编制。如通常管子 2支，笛子 2支，云
锣两架，笙 6攒。音乐会演奏时演奏时文、武场交替，整体演
奏风格庄严肃穆，端庄典雅，演奏风格的形成与其演奏所使

用的功能场合有着密切关联。
2.乐队编制
乐队编制一般 16人左右。管子 2，笛 2，笙 6，云锣 2架(1人
演奏 )，鼓 1 副，铙 1 副，钹 1 副，镲 1 副，铛子 1
个。

(二)曲谱钞本
1.曲牌
开口村音乐会解放前原保存有工尺谱 1部、会论 1部，可惜
文革期间丢失。据乐师回忆，老谱本上除了记载曲牌名，还清
楚地记载着每个曲牌的解释。目前保留的大小两本曲谱钞本
为近年重新抄写。(大)谱本抄录有《回雪》《孔子泣颜回》《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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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3套套曲，(小)谱本抄录有《上工牌》《大走马》《醉太平》《三
工赞》《妻上夫坟》《左灯赞》《右灯赞》《浪淘沙》《花焦赞》等 26
首小曲以及一套打击乐曲牌《河西钹》。目前尚能演奏十余首
小曲和两套大曲。

2.工尺谱式
开口村音乐会新抄写的这两本工尺谱均使用水笔笔迹，

记录文场的旋律使用工尺谱字，武场打击乐使用状声字谱。
谱字属传统谱字形态与现代记谱法结合的混合谱式。传统的
工尺谱式通常工尺谱字由上而下、由右向左直行竖写，谱字
右侧标记板眼，音乐会工尺谱通常只有板的标记，没有眼的

标记。而开口村音乐会新抄谱本采用由左往右横行抄写的方
式，板的标记以“.”的记号标注在谱字右下方。同时在谱本中
还出现了简谱的反复记号记谱法。乐谱的记谱法往往具有时
代特征，我们可以通过记谱法所体现的记谱思维判断钞本年

代以及抄写者的文化背景。事实也是如此，开口村新谱本的
抄写者笙师董万新出生于 20世纪 60年代，在 70年代末曾
参加过毛宣传队学习过简谱记谱法，80年代参军入伍有机会
继续接受文化教育。90年代开口村音乐会恢复活动后师从舅
舅李宝华司笙铙钹镲，成为该音乐会中生代骨干。

3.调首和宫调系统
开口村十番会曲谱属于工尺谱系统，以“合”字为调首。

通常能演奏四个调：正调为 E 调，六 =C；背调为 B 调，六 =
尺；F调(原调名已忘记如何称呼)，六 =凡；D调(原调名已忘
记如何称呼)，工 =凡。目前演奏的乐曲大部分用正调(E调)。

(三)音乐形态及特点
1.曲目来源
从开口村十番会谱本所记录的曲牌名称看来，大部分曲

目来自为明清俗曲，如《上工牌》《大走马》《醉太平》《三工
赞》等。

2.音乐会套曲的曲式结构模式

开口村音乐会套曲分为两种曲式结构模式。第一种曲式
结构模式通常由“拍”“身”“尾”三部分构成。其曲式结构为：
拍，由一首大曲牌组成；

身，由 3—5首小曲牌组成，分别称为一身、二身、三身等；

尾，由 1—4首小曲牌组成。
音乐会套曲主要由“拍”“身”与“尾”中的曲牌联缀而成。

如套曲《骂玉郎》主要由“板 +身子(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
第四段、第五段)+一把连三(第一段)”构成，谱本中的“一把连
三”即“尾”，民间又有“捎带”的称谓。民间乐人有“拍长身子
短”的说法，由此可知“拍”部的曲牌篇幅通常较长，“身”部则
由篇幅较小的多个曲牌构成。
第二种曲式结构模式，即由“拍”“运板”“身”“尾”四部分

构成。如套曲《回雪》的曲式结构主要由“拍 +运板 +身子(第
一段、第二段、第三段)+一把连三(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
构成；《孔子探颜回》由“板 +运板 +身子(第一段、第二段、第
三段、第四段)+尾(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构成。
袁静芳先生曾归纳总结出京音乐中堂曲的曲式结构的

模式特征，河北音乐会的套曲曲式结构和京音乐中堂曲的曲

式结构几乎完全相同，只是从开口村音乐会的谱本上已看不

出这些套曲中组成拍、身、尾各部的曲牌名称，更深入的研究
恐怕需要对照其他音乐会社曲谱进行探讨。

结 语

开口村音乐会是华北农村中以宗族组织结构为依托发展

起来的乐社组织形式的典型个案，它为适应宗族相关区域性

宗教祭礼和年度祭祖需要而存在，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和地缘

关系上的民间乐社组织形式。这种以宗族组织结构为依托发
展起来的民间乐社组织形式，因为二者之间紧密的黏合而彰

显出互文性的本质特征。正如张振涛所言，“随着北方村落中
宗族聚居成份的淡化，宗族组织日益衰微。音乐会在乡村生
活中主持项目的日益扩大，恰好与宗族组织的日渐衰弱成反

比。这说明，音乐会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方面，实际上已经
解体了宗族组织。……这一乡村自治的基层组织，凭借着乡
民们的经济供养，在政府统治的薄弱地带，在宗族聚居日渐

松散的村落中，有效地发挥了社会整合作用。”⑨以宗族为基
础的民间乐社为维护和稳定传统社会结构而存在，同时传统

社会结构也通过宗族为基础的民间乐社得以彰显。以宗族组
织结构为依托发展起来的民间乐社组织形式对于我们了解

传统音乐在传统村落中的功能和存在价值提供了更为清晰

的认识，有助于我们从乐社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视角来考察

民间乐社的存在价值。
与此同时，以开口村为代表的音乐会还提醒我们透过宗

教信仰观察传统音乐的重要视角。对于包括冀中音乐会在内
的包括晋北民间道乐、智化寺京音乐、五台鼓吹等构成的“大
北方笙管乐文化圈”(张振涛语)，有必要进一步展开对传统音
乐与宗教的关系探讨。五台山佛教音乐、京音乐和晋北道乐
各自依附于佛道教仪轨法事，保留了大量笙管乐器乐曲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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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呗、经赞、赞叹，这些乐种因为各自的历史发展契机而在
律、调、谱、器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沿袭了唐宋以来的音乐传
统。三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各自依附的文化载体的差异上：
音乐会过去曾依附于会道门、混元教等民间宗教信仰，一度
由于清政府的禁止使得宝卷的传统几近消失；而晋北道乐则

依附于当地的民间道教科仪传统，因信仰和生活习俗等相对

完整保留，因此除了笙管乐还保留有大量的道教科仪和经

韵。从乐社成员的口述资料看来，开口村音乐会的音乐传统
来源于道传体系。根据道教科仪“写吹念打唱”的执仪特点，
早期音乐会社可能应该传承了道教科仪、经文念唱、符咒执
写以及音乐器乐演奏等全套科仪程式，但目前我们只能看到

器乐演奏部分的音乐传统，其余部分是否曾经存在还有待挖

掘。其他冀中地区音乐会如与道教系统关系密切的十里铺、
亚古城音乐会，以及与佛教系统关系密切的杜庄村音乐会、
韩庄音乐会、高庄音乐会、北大阳音乐会等，这些音乐会与宗
教科仪的关系生发出怎样的音乐传统，提醒我们对于民间乐

社音乐传统的考察应整体把握。鼓吹等构成的“大北方笙管
乐文化圈”(张振涛语)，有必要进一步展开对传统音乐与宗教
的关系探讨。五台山佛教音乐、京音乐和晋北道乐各自依附
于佛道教仪轨法事，保留了大量笙管乐器乐曲牌和梵呗、经
赞、赞叹，这些乐种因为各自的历史发展契机而在律、调、谱、
器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沿袭了唐宋以来的音乐传统。三者的区
别主要体现在各自依附的文化载体的差异上：音乐会过去曾

依附于会道门、混元教等民间宗教信仰，一度由于清政府的
禁止使得宝卷的传统几近消失；而晋北道乐则依附于当地的

民间道教科仪传统，因信仰和生活习俗等相对完整保留，因

此除了笙管乐还保留有大量的道教科仪和经韵。从乐社成员
的口述资料看来，开口村音乐会的音乐传统来源于道传体

系。根据道教科仪“写吹念打唱”的执仪特点，早期音乐会社
可能应该传承了道教科仪、经文念唱、符咒执写以及音乐器
乐演奏等全套科仪程式，但目前我们只能看到器乐演奏部分

的音乐传统，其余部分是否曾经存在还有待挖掘。其他冀中
地区音乐会如与道教系统关系密切的十里铺、亚古城音乐
会，以及与佛教系统关系密切的杜庄村音乐会、韩庄音乐会、
高庄音乐会、北大阳音乐会等，这些音乐会与宗教科仪的关
系生发出怎样的音乐传统，提醒我们对于民间乐社音乐传统

的考察应整体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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